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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区差距从空间上看表现为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因此研究不匹配是审

视地区差距的一个新视角。本文通过构造测度不匹配程度的指数，描绘了我国人口与产业

不匹配程度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并在分析不匹配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可能导致

其扩大的研究假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口与产业不匹配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

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此过程中，人口迁移壁垒、资本边际产出变动差异对不匹配扩大起

到了推动作用，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阻止其扩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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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迅猛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地区发

展不平衡问题也逐渐显现，突出表现为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①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地区差距从空

间上看体现为人口和产业之间的不匹配（以下简称不匹配），即某地区容纳了更多的产业，但却没有

集聚相应人口，或者承载了更多的人口却未能集聚相应规模的产业。 具体来看，人口与产业分布匹

配度可以使用一个地区生产规模占全国的份额与其人口占全国份额的比值来度量。 经过简单的等

式变换后，我们容易发现，不匹配实际上就是人均 GRP②相对于全国均值的水平。
除了作为度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不匹配本身也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它会造成空间效率

的损失。 例如，不匹配意味着要素必须大规模长距离流动，这个过程造成了大量中间损耗。 同时，不

匹配也意味着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产业集中的地区，就业岗位供给充足，失业率低；而产业少、人口

多的地区，就业岗位相对不足，失业问题就会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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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地区差距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有很多。 杨开忠（1994）、魏后凯（1996，1997）等比较

早地对中国地区差距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解。 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我国地区差距为何扩大进行

解释。 林毅夫等（2003）指出，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特征的宏观

政策环境，导致现存价格体系形成的地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和该地区“资源结构”上的比较优势

相背离。 蔡昉等（2001）认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影响要素资源配置，由此产生效率差异是地区差距扩大

的深层原因。 一些文献还从人口与产业集聚协同性角度考察地区差距的成因，这类研究与本文的研

究思路比较接近。 例如，李国平、范红忠（2003）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成因主要是生产向东部地区不断

集中，而人口并没有相应集中，造成区域间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 范红忠、李国平（2003）从要素

流动性角度探讨了这种人口与生产分布失衡产生的原因， 认为人口流动成本是造成区域差距的关

键因素，假如不存在人口流动制度和其他障碍，中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就会有更高的一致性，地区差

异因此会比现实情况更低。 范剑勇、王立军（2004）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下，研究了劳动力与产业集

聚之间的关系， 认为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和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相

互强化的过程导致地区差距扩大。
现有文献中虽已考虑到要素流动性对地区差距有重要影响， 有的文献也指出中国地区差距扩

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人口或劳动力流动不充分造成的。 但这种分析并不完整，实际上资本的集聚也是

影响地区差距的重要动力。 如果说劳动力流动更为直接地影响了人口的分布，那么资本集聚则是影

响产业集聚的基本动力，劳动力流动又强化了产业集聚，两种要素集聚共同决定了匹配性。 这种分

析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地区差距的形成与演变。 因此，匹配性问题的研究也对如何引导要

素合理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国家空间发展战略提供一些新思路。

二、 统计描述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产业不断向东部集中，但其人口没有与产业同等幅度

地提高，内陆地区则相反。 人口分布可用各区域人口规模占全国人口总量的份额进行描述，产业分

布用各区域 GRP 占 GDP 的份额来表示。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东部地区 GRP 份额提高的

幅度要大大高于其人口份额提高的幅度。 图 1 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 GRP 与人

口份额的变化情况。 图 1A 显示，1978—2010 年间，东部沿海地区 GRP 份额占全国比重由 50.2%提

高到 57.3%，而人口份额由 38.2%提高到 41.3%，后者提高幅度远小于前者。 与此对应，广大内陆地

区人口份额下降幅度却低于产业份额下降的幅度，如图 1B 所示。因此，中国人口与产业集聚是不协

同的，其后果必然导致不匹配程度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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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产业分布匹配性实际上反映了二者分布的偏离程度， 故我们将各地区人口份额与产业

份额的差的绝对值求和得到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指数（M）①。 此外，本文还采用威廉姆森指数 Vw

作为描述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的辅助指标②。
根据不匹配指数的设定，图 2 计算了 1978 年以来中国四大区域 M 指数的变化。 该图采用了堆

积面积图的表示方式，共有四块不同标识的图形区，每块图形区的高度表示对应区域的 M 指数，四

块图形区高度总和可表示全国的 M 指数。 1978—2010 年间，全国 M 指数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

降的变化过程。1990—2003 年，不匹配指数不断攀升；2003 年之后，不匹配指数又有所下降。从四大

区域对全国不匹配程度的贡献来看，东部地区的不匹配指数总体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由 1978 年

的 0.137 提高到 2010 年的 0.210，解释了全国不匹配度扩大的很大部分，而东北、中、西部地区贡献

变化不大。

考察发达国家当前及较长历史时期人口与产业分布匹配性的变动过程， 对了解中国当前处境

和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图 3 是根据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国家的威廉姆森指数

（Vw）和人均 GDP 绘制的散点图，中国采用 1990 年和 2008 年两个年份的数据。 可以看到，随着国

家人均 GDP 的提高，Vw 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拟合曲线斜率为负）。 50 年代，美国、英国等发达国

家的匹配度比较高，其对应的散点集中于图 3 的右下部分。而菲律宾、哥伦比亚、南斯拉夫和印度等

发展中国家的匹配程度较低，这些国家集聚在图 3 的左上部分。可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

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呈下降趋势。 199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值与 50 年代的日本、希腊等国处

于同一个水平，而到 200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大体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瑞

典、荷兰、英国等国处于同等水平，但其 Vw 指数已经严重偏离了趋势线。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

时，不匹配程度并未相应下降。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国家间不匹配程度各不相同，但这种不匹配

程度要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将趋势线看做是不匹配变化的参照标准，那么中国已经远远偏离

了各国的平均趋势。

① M 指数的计算，要先求产业份额（S
n

i ）与人口份额（S
p

i ）之差，再对差的绝对值求和，具体公式为：M=∑i Mi=

∑i│S
n

i -S
p

i│。 M 取值在[0，1]区间内，当 M 等于 0 时，说明产业和人口完全匹配地分布，各地区拥有的产

业份额和人口份额相等，越接近于 0 说明产业和人口的匹配度越高，当 M 等于 1 时，说明产业和人口完全

集中于某个地区，越接近于 1，表示人口和产业分布的不匹配性越高。

② 威廉姆森指数用相对人均收入与 1 之差的加权平方和来再开方来表示，权重为某地区人口占全国份额，具

体公式为：Vw= ∑[（ yi -y軃
y軃

）
2
·pi
p ]姨 = ∑[（ yi

y軃
-1）

2
·pi
p ]姨 。 其中，yi 为 i 地区的人均收入，y軃为全国人均收入均

值，P 表示全国总人口，Pi 为 i 地区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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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的 Vw 指数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其他国家的 Vw 指数来自 Williamson（1965）；人均

GDP 数据来自 Maddison（2010）。

三、 理论与研究假设

中国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是二者非协同集聚的结果。 所谓非协同集聚就是其中一个集聚速

度快于另一个，从而导致不匹配程度扩大。 按新经济地理理论，产业集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集

聚会通过各种外部性诱发生产要素的流入（最主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入会强化产业集

聚。产业集聚就意味着地区差距和不匹配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人口集聚是劳动力流动诱导的，但

由于流动壁垒的存在，人口集聚低于理想水平，从而使不匹配程度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借鉴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分析框架，这里主要从人口、产业集聚协同性角度来探讨不匹配的形成机制，并

分析中国不匹配度扩大的主要原因。
1. 人口与产业不匹配演变的一般过程

我们借鉴新经济地理理论的逻辑描述人口与产业不匹配形成的一般过程。 假定初始一国中有

两个区域（A 和 B），两个部门①（农业和制造业），农业部门规模报酬不变，制造业部门生产规模经

济，且其产品是差异化的。 开始两个区域完全一样，由于偶然的原因，使其中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企业

数量增加，不妨假定是 A 区域，在经济内生力量作用下，A 区域会逐渐发展成中心区，而 B 区域则

逐渐沦为外围区。 企业数量增加意味着生产配套更完善，企业花费在中间投入品上的运费下降，企

业盈利能力增加。 这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从而进一步降低中间品的消耗。 这个正向反馈过程

就是所谓的后向关联。 从消费环节来看，企业集聚意味着市场上有更多商品，在支出不变情况下，可

消费的商品种类增加，也意味着人们的实际效用提高。 这种因消费多样化带来的实际效用提高，在

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用消费品价格指数下降来描述。 价格指数下降，意味着实际工资提高，吸引劳动

力不断流入。 这就是所谓的前向关联效应。 劳动力集聚产生“池效应”，降低企业用工的搜寻和培训

成本，这又会诱导企业不断进入。 因此，劳动力流动支撑了前后相关联效应，使得制造业集聚过程自

我维持下去。 制造业不断向 A 地区集聚表现为其制造业规模占全国比重提高，也就是说 A 地区产

出增长是由制造业拉动的，由于制造业是生产率高的部门，也就表明其产出增速快于人口的增速。
以上过程可以简单地反映在图 4 中。 图 4 上半部分反映了产业与人口份额的变化趋势，纵轴表示人

口或产业的份额，横轴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曲线含义是，A 地区人口或产业份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而改变；图 4 下半部分的 ABC 曲线反映了产业份额和人口份额偏离程度，SN 和 SP 分别代表该

① 假定经济发展之初，服务业影响很小，为简化分析，我们忽略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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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 GRP 份额和人口份额。 在第 I 段中，SN
曲线提高快于 SP 曲线，导致 AB 段曲线反映的

不匹配程度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需求结构发生变

化，服务发展开始影响经济分布过程。 如果制

造业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服务业产品， 那么，
支出中将有更多的部分用于购买服务消费。这

会导致服务业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不断

扩大。 假定服务业报酬递减（Baumol，1967）①，
这意味着服务业增长低于该部门劳动力投入

的增长，该部门的报酬递减性质会抵消制造业

的报酬递增，总产出增长会逐渐与劳动力增速

相一致。 该过程在图 4 中表现为，SN 曲线斜率

减小，SP 曲线斜率变大，在某个时点，例如 D 点，SN 曲线和 SP 曲线的斜率会相等，不匹配度达到最大

值。 在阶段 II，人口集聚速度逐渐高于产业集聚的速度，不匹配程度开始下降。 当曲线通过 E 点后

（阶段 III），人口与产业将保持大致相同速度集聚，不匹配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 但 SN 曲线和 SP 曲

线不会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不匹配并不能完全消除。 这是因为，一方面区域间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

差异很难完全消除，中心区生产率会略高于外围区；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存在障碍，迁移必须付出

成本，稳态下的差异大小取决于迁移障碍的大小。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心区产业会向外围区扩

散，当扩散速度逐步超过集聚速度时，中心区产业份额会达到峰值（F 点），然后开始下降。 人口流动

也会因地区收入的趋同或就业饱和而停止，并在产业扩散的诱导下向外围区流动。 在经济活动的扩

散过程中，外围地区 B 逐步发展起来，产业不断向其聚集，并继续着图 4 所描述的过程。
以上是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的标准变动过程， 为考察外界因素如何作用于 SN 曲线和 SP 曲线，

并最终影响不匹配提供了分析框架。 我们尝试对这个标准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到两种偏离情形

（如图 5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还处于经济活动不断集聚阶段，产业由中心向外围的绝对

扩散还未到来，因此 F 点以后的情况暂且不予分析。

① 虽然现代服务业具有规模报酬特征，但传统服务业是报酬递减的，二者效果可能会相互抵消。 因此，与制造

业相比，服务业整体上应作为报酬递减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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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当某种外部条件改变使产业的报酬递增倾向更强。这实际就是加大对本地区资本

的补贴力度，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促使产业集聚速度加快。 如图 5A 显示，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各个阶段，中心区的集聚水平相对于标准情形都会更高。 在第 I 阶段，不匹配程度会加速上升，不

匹配的最大值会高于标准状态的最大值；第 II 阶段，不匹配程度下降速度也会减慢；假定人口迁移

成本不变，则 E 点后，不匹配将会在更高水平稳定。
第二种情形：当某种原因使得劳动力迁移障碍提高时，例如发达地区为治理拥挤或就业保护而

采用限制外来人口进入的措施，这就意味着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成本，人口集聚曲线会下降。 如图 5B
所示，由于人口集聚程度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比标准状态有一定下降，不匹配程度会整体提高，峰值

也比标准状态高①。 第 I 阶段不匹配程度上升更快，第 II 阶段不匹配程度下降更慢，E 点后，不匹配

程度会以高于标准状态的水平维持下去。
2. 不匹配的影响因素和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我们从影响人口和产业非协同集聚的角度出发，找出导致现实不匹配程度

高于理想状态的具体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1）人口迁移的制度壁垒。 区域间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差异会诱发劳动力流动，随着外出务工的

劳动力物质条件的改善，他们会将家庭成员接到流入地共同生活，从而形成人口流动。 从劳动力流

动的过程来看，制度性壁垒抬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从家庭流动过程来看，由于劳动者在流入地

受到歧视、工资被压低，同时家庭成员的公共需求得不到保障，变相提高了外来劳动者家庭成员的

生存成本，造成家庭流动受阻。 流动的制度壁垒既影响劳动力流动又影响家庭流动，最终是限制了

人口流动的规模。 因此，迁移壁垒会在其他外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大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的

程度，因为劳动力在流入地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扩大了“分子”，而未相应带动人口相应增加，即“分

母”未相应扩大。
以上是从人口流动规模角度探讨不匹配扩大原因，即迁移壁垒的“人口流动规模效应”，此外制

度壁垒还通过“人口流动质量效应”影响不匹配。由于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具有选择性的，往往是那

些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才选择外出务工，而迁移壁垒又强化了这种选择结果，提高了劳动力

流出所需人力资本的“门槛”。 如果按照流动性强弱，将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划分为不同等级，那么随

着“门槛”的提高，人力资本更高的劳动力才有可能流出，即那些有更高劳动参与率、更高受教育水

平、更健康身体的劳动力，其流动性更强。某种程度上说，发达地区并未充分吸纳落后地区的隐形失

业人员，还剥夺了相对欠发达地区最具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和技术工人。这部分劳动者流动为流入

地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对流出地则是劳动生产率的损失。
假设 1：迁移制度壁垒抬高，不匹配程度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被拉大。
（2）区域间资本边际产出变动差异。人口流动不充分是造成不匹配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资本配

置也是影响匹配性的重要因素，因为资本集聚影响着产业集聚。有两种情况会使得资本集聚导致不

匹配扩大：①当资本边际回报递增时，企业投资到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获得的收益更大，资本会不

断流向该区域，从而也会带动产业不断向该区域集聚。 ②中心区资本边际回报下降时，如果外围地

区资本回报率下降更快，意味着企业投资到其他区域的收益率低于中心区，那么资本仍然会向中心

区集聚，从而带动中心区的产业集聚。
这里我们考察中国的资本回报情况。图 6 计算了 1990 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资本边

际回报（mpk）的变化情况②。可以看到，两个区域 mpk 都呈下降趋势，但内陆地区 mpk 下降幅度要大

于东部沿海地区，1998 年沿海地区的 mpk 绝对水平超过了内陆地区。 既然资本边际产出递减，为什

① 劳动力流入受限会影响产业集聚，但企业经营更为灵活，他们可以通过追加资本、改进生产技术等手段使

生产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故由流动壁垒导致的 sN 曲线下降幅度比较低，为便于分析，对此可忽略不计。

② mpk 计算方法在实证部分有详尽的陈述，在此我们直接给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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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没有看到不匹配程度缩小呢？ 内陆地区资本边际回报下降更快，导致产业无法由东部沿海向广大

内陆地区有效扩散。 1998 年以前，沿海地区 mpk 低于内陆地区，但市场力量的结果是产业不断向东

部沿海集聚，这说明东部沿海在其他方面比内陆优越。 1998 年以后，内陆地区 mpk 反而过快地下

降，沿海地区的企业更加缺乏向内陆扩散的动力，因此不匹配状况一直未能有效降低。 由此可见，
1990—2003 年，不匹配扩大可能是内陆地区 mpk 过快下降，东部地区 mpk 相对上升所致。

假设 2：1990 年以来，不匹配总体扩大的趋势是地区间 mpk 变化趋势不同所致，具体来说就是

因内陆地区 mpk 更快地下降和东部沿海 mpk 相对上升所致。
（3）国家偏向性的区域政策。 中央政府偏向性的区域政策是通过在一定区域创造特定的产业发

展环境，达到调整经济布局的目的。 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区域政策成为国家

实施赶超发展战略的辅助手段，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也成为区域政策的目标。 当赶超战略要求

牺牲区域平衡来实现效率目标时，区域政策的实施不但无助于克服市场带来的区域差距，还可能恶

化空间不均衡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施平衡发展的区域战略，将诸多大型项目布局在广大内陆地区，一度改

变了我国产业过度集中在沿海的局面。 20 世纪 80 年代，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国家

采取了优先支持区位和产业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发展区域倾斜政策。 东部地区获得的优势逐步转

化为产业集聚的内生动力，使东部的产业集聚不断强化。 1999 年后，中央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完善建立老少

边穷地区援助政策体系等（魏后凯，2006）。 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东北地区经济转轨的负担减轻，地区差距不断加速扩大的势头被遏制。
假设 3：不匹配程度扩大与国家区域政策导向有关，如果将 1999 年作为“分水岭”，之前区域政

策扩大了不匹配程度，之后旨在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的区域政策起到了缩小不匹配的作用。

四、 实证分析

我们对以上提出的假设 1—3 进行验证，首先对计量模型设定进行说明，接着对主要变量进行

统计描述，再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空间格局转变的关

键年份，将数据划分为不同时间段分别进行估计。
1. 模型设定

由不匹配一般过程的分析，我们将不匹配程度及其因素设定为如下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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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mc，mpk，pl）t （1）
mc 表示人口迁移的壁垒，mpk 是资本边际产出，pl 表示区域政策指数。
根据（1）式可以变化得到以下计量模型：
Mi=β0+β1mci+β2mpki+β3pli+γX+uit （2）
（2）式中，β1 反映了人口迁移壁垒对不匹配度的影响，β2 表示资本边际产出对不匹配的影响，β3

表示区域政策倾斜对不匹配的影响，正的系数表明变量水平提高扩大了不匹配，反之则表示缩小了

不匹配。 X 为控制变量，包括劳均资本存量 k、实际利用外资 fdi、人力资本水平 hk、城市化水平 urb
等，γ 表示控制变量组的系数向量。 uit 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与数据说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时间为 1990—2010 年。 被解释变量为

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程度 M。 本文模型的因变量需要反映单个地区的不匹配程度，故采用 i 地区

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度 Mi 来表示。Mi 计算方法为人口份额（S
i

P ）与产业份额（S
i

N ）相减后再取绝对

值，SP 用各省市区 t 年末总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表示①，SN 用 GRP 份额来表示。
为验证假设 1—3，我们需要为人口流动的制度壁垒、资本边际产出、国家的区域政策三个影响

因素寻找代理变量。
人口流动制度壁垒（mc）用各省市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这样设

定基于以下考虑：城镇收入水平一般高于乡村，而且就业机会也更多，因此成为人口流入地。 一般而

言，本地乡村人口流入本地城镇相对容易。 如果人口流动不存在壁垒，城乡差距会保持在较小的范

围内。 但本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高低还与城市产业结构特点，例如，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吸纳

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强，本区内的城乡差距就相对较小；而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吸纳劳动

力的能力相对较弱，城乡差距可能更高。 Henderson（2006）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来描述城市特征。
因此，在使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人口迁移壁垒的代理变量时，我们也用该指标剔除掉城市特征不同

而带来的影响。
资本的边际产出（mpk）计算 是 近 年 来 学 术 界 研 究 的 热 点 问 题，白 重 恩 等（2006）、Caselli and

Feyrer（2007）等都对 mpk 进行了详细地估算②，本文使用后者的计算方法。mpk 的计算需要用到物质

资本存量（K）、资本价格（Pk）、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α）几个统计指标。 关于物质资本存量，张军等

（2004）、王小鲁，樊纲（2000）都曾用永续盘存法对物质资本存量 K 进行了详尽地计算。 这里我们直

接采用张军等（2004）对省际物质资本存量结果及其后期更新数据作为本文物质资本存量。 关于 α
的计算，我们首先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1952—2004）》（1990 年和 1992 年劳动报酬数据来自

当年投入产出表，2005—2009 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1991 年、2007 年数据并未公

布，我们取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来补充）得到劳动报酬占 GDP 的份额，1 减劳动份额就是资本份额。 Pk

用各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代表，1990—2000 年数据来自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
2000），2001—2004 年数据来自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1952—2004），2005—2009 年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区域政策变量（pl）用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占全国份额之比来衡量。 这样设计是考虑区域政策

要发挥作用必须有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区域

的偏向程度可通过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差别来反映。 但由于存在财政赤字，绝对量的加减无

法消除财政赤字的偏差。 因此，我们使用财政收支的相对差距，即各地区财政收入与支出占全国份

① 1997 年重庆设立直辖市后才有统计数据， 1998 年以前的数据不完整，故我们仍将重庆数据合并到四川作

为一个省来处理。

② Caselli and Feyrer（2007）的资本边际产出公式为：MPK=αPyY/PkK。 其中，α 为资本收入占 GDP 的份额，Py 代

表当前总产出的价格 PyY 就表示 GDP，Pk 代表资本当前价，K 为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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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不匹配和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差

距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过程。 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是一个综合效应，其中包

含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 为控制经济发展阶段对不匹配综合影响，我们在回归方程（2）
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变价）y 及其平方项 y2。

此外，为控制区域发展条件的差别，我们还需要引入以下几个控制变量：①自然资源禀赋（la）用

资源富集度来表示。 自然资源的范围非常广，土地、矿产、河流、湖泊、森林等等都属于资源的范畴，
很难将全部资源条件量化。 但是，不论何种资源都蕴含在土地之中，土地面积越大，蕴藏资源的可能

性也越大。我们使用各省、市、区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作为资源条件差异的代理指标。②fdi 表示外商

直接投资人均规模，1990—2009 年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③
k 为劳均物质资本存量，分子为资本存量，具体计算方法前文已有介绍，分母为就业人员人数。 ④hk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用各省区人均教育年限来表示。 ⑤城镇化率（urb），用城镇人口规模除以总人口

表示，资料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⑥经济发展水平（y），用

1978 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 GRP 表示。
3. 计量分析结果

表 1 给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 回归（1）列出的是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回归（2）—（4）给出了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回归（3）与（4）的差别是，（4）中引入了区域虚拟变量 inland（东部沿海省

份为 0，内陆省份为 1）和 mpk 的交叉项，用来观测沿海和内陆地区 mpk 对不匹配影响的差异。 估计

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随机效应估计量 θ①也超过 0.9。 但

是，由于解释变量与省区自身特征可能存在某种关联，故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量可能是有偏的。 因此，

额之比来反映。
图 7 中描绘了 1990—2009 年主要变量省际平均值和变异系数的情况。 由图 7A 可见，mc 值呈

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2002 年达到顶峰，说明 2003 年以前迁移壁垒在上升，而 2003 年之后

开始下降。 图 7B 显示 mpk 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且由于内陆地区各省的下降速度更快，省际差

距在缩小。 从图 7C 可以看到，区域政策变量 pl 指数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1997 年前后 pl 变异

系数达到最低，此后 pl 的区域差距整体呈不断扩大趋势，这可能是因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家加

大对内陆省份政策扶持力度所致。

① θ 为随机效应估计量 θ=1-[σu
2/（σu

2+Tσf
2）]1/2，T 为样本时期数，σu

2 和 σf
2 分别为混合误差项和不可观测的个

体效应的方差（伍德里奇，2003）。 当 θ=0 时，得到混合 OLS 估计量；当 θ=1 时，得到固定效应估计量，随着 T
增大，θ 趋于 1 时，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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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影响因素作用的变化，我们将样本按时间进行划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

表 1 中的回归（3）重新进行回归。 ①以 1999 年为分界点将数据划为分为两个时间段，因为中央于

1999 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国家区域政策战略转变的重大事件，可能会对政策变量的效

果产生影响。 ②再以 2003 年为分界点将数据划为分为两个时间段，因为 2003 年后地区差距开始下

降，这有可能意味着区域发展格局的“拐点”，故解释变量的系数可能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化。 ③由于

三大直辖市与其他省区在空间特征、产业基础等方面差异较大，出现异常数据的可能性也较大，可

能会影响解释变量的系数。 因此，我们还对剔除了直辖市数据进行回归，以考察该估计结果同表 1
结果是否有显著区别。 以上数据处理后的回归结果在表 2 中给出。

mpk 系数在分时间段后都变得不显著， 而引入 mpk 与 inland 交互项后二者都变得非常显著。

我们在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时主要依据固定效应估计量。 基本结论如下：
（1）人口迁移壁垒存在导致不匹配扩大。 四个回归结果中，mc 系数均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

后，mc 的系数的显著水平仍然很高。这说明，1990 年以来，人口流动壁垒是不匹配扩大的重要原因。
计量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1。

（2）mpk 的变化对不匹配度负向影响。 前三个结果显示 mpk 的系数大致为-0.45，系数显著水平

也比较高。 结果（4）中，mpk 系数表示沿海地区的影响，但该系数并不显著，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综合来看内陆地区 mpk 对其不匹配度的影响为-0.6451， 内陆地区的系数要用 mpk 系数和 mpk×
inland 系数之和来得到。 由前文分析可知，东部沿海 mpk 相对于内陆地区是上升的。 由此可推知，
mpk 扩大不匹配的效应，主要是内陆地区 mpk 下降速度更快所致。 该结论支持研究假设 2。

（3）国家区域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回归结果（1）—（4）均显示 pl 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国家

为缩小地区差距而采取的偏向性区域政策，在阻止不匹配扩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匹配有较大的影响。 四个估计方程均显示 y 的系数最显著，在所有变量

中的影响也最大。 这说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匹配程度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提高所致。 y2 项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经济发展对不匹配影响在减弱。 这印证了中国区域发展格

局确实存在如 Williamson 所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倒“U”形趋势。

估计方法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mc 0.1110***（0.0295） 0.1154***（0.0298） 0.1768***（0.0338） 0.1785***（0.0337）

mpk -0.4337*（0.2457） -0.4794*（0.2503） -0.4397*（0.2601） 0.2888（0.5055）

mpk×inland -0.9339*（0.5561）

pl -0.5081***（0.0821） -0.4653***（0.0834） -0.4026***（0.0881） -0.4271***（0.0892）

y 1.3651***（0.2125） 1.3133***（0.2132） 1.8280***（0.4574） 1.8964***（0.4584）

y2 -0.7197***（0.1804） -0.6935***（0.1815） -0.7536***（0.2549） -0.7994***（0.2559）

k -0.0548（0.0346） -0.0617*（0.0348）

fdi 0.0003（0.0005） 0.0004（0.0005）

hk -0.1766***（0.0533） -0.1766***（0.0532）

urb 0.0130**（0.0064） 0.0138**（0.0064）

la -0.0010*（0.0006） -0.0010*（0.0006）
常数项 1.5249***（0.2166） 1.4846***（0.1468） 2.1093***（0.3350） 2.0414***（0.3368）
观测值 580 580 580 580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表 1

注：圆括号内的数字是系数估计值的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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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3 年和 2004—2009 年，东部沿海 mpk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1.2107 和 4.6549，内陆地区分

别为-0.4308 和-1.3795。 两个时间段中，沿海地区 mpk 下降对不匹配有减小的作用，内陆地区 mpk
下降则扩大了不匹配。 但两个时间段相比，2003 年后，东部地区 mpk 的作用明显增强。

总体上讲， 区域政策在缩小不匹配程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分时段来看，2000 年以前，pl
系数并不显著；而 2000 年后，pl 系数变得显著为负，表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减缓地区

差距扩大和缩小不匹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以上分析结果也支持研究假设 3。
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来看，结果（1）—（6）中 y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大大超过其他解释变

量的系数值，说明不匹配度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密不可分。 1990—2003 年，y 系数值在 4 以上，而 y2

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 2003 年以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拉大了不匹配；2003 年后，y 的系数为负，但

不显著，y2 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缩小不匹配的效果不明显，而且其影响在

不断减弱。综合来看，不匹配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倒“U”形变化趋势，而且中国已经跨过了

mc -0.0135 -0.0618 0.2456*** 0.2930*** 0.0667* 0.0420 0.0572 0.0555 0.1659***
（0.0476） （0.0468） （0.0681） （0.0642） （0.0367） （0.0369） （0.0893） （0.0872） （0.0420）

mpk 0.3708 2.0011*** 1.2324 7.7102***-0.0866 1.2107*** 0.5618 4.6549** -0.4436*
（0.2507） （0.4170） （0.8353） （1.3279） （0.2278） （0.4392） （1.0571） （1.8048） （0.2680）

mpk×inland -2.2288*** -9.8574*** -1.6415*** -6.0344***
（0.4657） （1.6332） （0.4776） （2.1829）

pl 0.1858* 0.1358 -0.2716***-0.3183***-0.0526 -0.0772 -0.2176***-0.2949***-0.2904***
（0.1022） （0.0986） （0.1037） （0.1034） （0.0791） （0.0783） （0.1070） （0.1010） （0.0977）

y 6.0175*** 7.7580*** 2.3668*** 3.5020*** 4.0761*** 4.5735***-1.2691 -0.8672 -1.0486
（1.2826） （1.2827） （0.7283） （0.7072） （0.8616） （0.8615） （0.9476） （0.9365） （0.9122）

y2 -3.4241 -4.5345** -1.5627***-2.1695***-0.2431 -0.6147 -1.6099***-1.6216*** 1.5517**
（2.2606） （2.1804） （0.3673） （0.3583） （0.8057） （0.8014） （0.4723） （0.4611） （0.7644）

k -0.0811 -0.0664 -0.0037 -0.0570 -0.1660***-0.1650*** 0.2772*** 0.2427*** 0.0227
（0.0755） （0.0725） （0.0611） （0.0579） （0.0450） （0.0443） （0.0674） （0.0669） （0.0583）

fdi -0.0013** -0.0016*** 0.0008 0.0013** -0.0009 -0.0008 0.0012** 0.0012** 0.0010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5） （0.0005） （0.0006） （0.0006） （0.0007）

hk -0.2228***-0.2750***-0.1746 -0.1612 -0.2497***-0.2583*** 0.0567 0.0477 -0.0978
（0.0667） （0.0649） （0.1138） （0.1066） （0.0517） （0.0510） （0.1286） （0.1256） （0.0636）

urb 0.0250*** 0.0245***-0.0154 -0.0317*** 0.0285*** 0.0310*** 0.0171 0.0065 0.0218***
（0.0085） （0.0081） （0.0122） （0.0117） （0.0069） （0.0069） （0.0178） （0.0178） （0.0075）

la -0.0007 -0.0005 -0.0030* -0.0037** -0.0003 -0.0002 -0.0033 -0.0041 -0.0011*
（0.0008） （0.0008） （0.0016） （0.0015） （0.0006） （0.0006） （0.0031） （0.0030） （0.0006）

常数项 1.0128* 1.2137** 2.6279*** 2.8648*** 1.4632*** 1.3307*** 0.6993 1.2344 1.4450***
（0.5336） （0.5134） （0.9979） （0.9350） （0.3500） （0.3471） （1.3739） （1.3552） （0.3927）

观测值 -0.0135 -0.0618 0.2456*** 0.2930*** 0.0667* 0.0420 0.0572 0.0555 0.1659***

（1） （2） （3） （4） （5） （6） （7） （8） （9）

1990—1999 2000—2009 1990—2003 2004—2009
不含直

辖市 a

不同时间段样本的回归结果表 2

注：*、**、*** 分别代表 10%、5%、1%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回归参数的标准差。 a 表示回归方程（9）数据为剔除掉 3 个直辖市

后的样本，回归时间段为 19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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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 但是，地区差距缩小的步伐在减慢，未来可能出现高位运行的

状况。
结果（9）显示，剔除直辖市后的样本估计结果与表 1 中的回归（3）的变量系数差异不大，说明直

辖市数据没有异常值，或者异常值对估计量影响不大，方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 结论

本文从要素流动与人口和产业分布匹配性的角度提出了认识地区差距的新视角， 借鉴新经济

地理集聚的思想，构建了一个人口和产业非协同集聚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三个影响不匹配的研究假

设，并利用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地区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计

量模型结果也印证了中国确实存在如 Williamson（1965）所提出的地区差距和经济发展间的倒“U”
关系证据。 但结果也显示地区差距缩小的步伐在减慢，未来可能出现高位运行的状况。 通过国际比

较可知，中国的不匹配程度比其他国家相类似发展阶段时更大。 因此，尽管遏制地区差距扩大的目

标基本实现，但如何尽快弥合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鸿沟仍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
第二，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后，迁移壁垒对地区差距扩大有着显著的推动作

用。 从迁移壁垒构成来看，尽管户籍及依附其上的保障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影响减弱，但对就

业质量和家庭成员的迁移影响仍然很大；此外，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也日渐

凸显。 因此，政府不仅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还应加强针对外来务工者的公共产品供给，才能通过降

低迁移壁垒、促进人口流动，实现有效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
第三，资本边际产出下降反而起到了扩大地区差距的效果。 从不同区域来看，东部沿海 mpk 下

降缩小了不匹配度， 内陆地区 mpk 下降扩大了不匹配度， 而且内陆地区的作用效果要超过东部沿

海。 这反映出，虽然两个区域 mpk 都在下降，但由于内陆地区下降更快，造成东部的相对上升，是资

本回报没有缩小不匹配的根本原因。 这也表明，中国的生产模式并不符合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因为

新古典理论认为要素边际产出下降使其流动能够缩小地区差距。 基于此，我们认为国家不能单靠资

金补贴来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更要通过完善区域金融市场、改进技术创新能力等手段提高内陆地

区投资效益。 通过提高内陆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培养其自我发展能力，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途

径。 否则，投入的资金非但不能化为本地增长的动力，反而会在高回报率的诱导下，通过其他渠道回

流到东部。
第四，国家区域倾斜政策对阻止地区差距扩大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 2000 年以后，作用更为明

显。地区差距形成是各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评价区域政策的效果不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目前，
许多研究认为区域政策的力度不够、 投入不足， 其依据就是政策实施并未带来地区差距的显著缩

小，该结论显然并未将经济发展阶段带来的惯性考虑进来。 本文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发展水

平后，政策的作用效果非常明显。 这说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政策扶持力度并不弱，主要的问题是政

策工具的效益还不高，内陆地区 mpk 相对下降可能正是政策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结果。未来区域政

策应该更加注重完善内陆地区的市场体系，利用市场力量培育其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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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sparity: Research on the Mismatch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CAI Yi-fei， ZHANG Ju-we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723， China）

Abstract： The regional disparity can be expressed as mismatching between population and industries from a
spatial point of view， which is a new perspective in looking at regional disparity. In this paper， we first construct
some indexes to measure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mismatch. Second， we try to explain the mismatch by three
hypotheses， including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barriers， changes of capital marginal return and the regional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smatch firstly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urse，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barrier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apital
marginal return are forces to increase the mismatch， and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have partly
reduced the degree of the mismatch. Finally， we have propose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regional
disparity based on our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mismatch； coordinate agglomeration

〔责任编辑：高粮〕

43


